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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四指示”后，国内形势迅速恶化，支持中共的基本群众怨声载道，军队已处于分裂的边缘。对此，右派高级将帅们忧心忡忡，担心他们用血肉打下来的江山会因“武装左派”而毁于一旦，使他们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于是，继“二月逆流”失败后，他们悄悄重整旗鼓，悄悄“逆流”而上，李商隐的两句诗在“逆流”中悄悄扩散：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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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读经史的毛泽东，对古代“清君侧”的史事如数家珍，十分清楚：

——汉景帝初年，刘氏宗室诸侯国势力强大，往往与朝廷分庭抗礼，威胁中央权力。御史大夫晁错向皇帝上疏，建议削藩，为汉景帝采纳。对此，当时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藩王，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为了平息叛乱，汉景帝将晁错杀掉，但叛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景帝始决心平叛。三个多月后，刘濞被杀，叛乱方止。
——唐武则天称帝后，男妾专权，引起朝廷大臣们的不满。神龙之春，宰相张柬之趁武则天重病卧床时，发动政变，带军队进宫杀掉了张易之两兄弟，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复位。宰相武力“清君侧”，取得了成功。（这是深藏于毛泽东心底的“张柬之情结”，因而是他制造系列冤案的“秘密情结”。）
——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讨伐奸臣杨国忠”的名义，从幽州（今日北京）起兵，直捣京都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清君侧”取得了成功，迫使玄宗杀了杨国忠，勒死杨贵妃，但他却兵败被杀，而唐朝也从此一蹶不振。
——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清君侧”事件，当属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年轻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接受齐泰、黄子澄等大臣的削藩建议，着手进行削藩。盘踞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对此极为不满，他打着“诛杀齐、黄，清君侧”的旗号，发兵攻入南京，废朱允炆，自立为帝，改年号为永乐，是谓明成祖。

熟悉这些历史事件的毛泽东，听到李商隐诗句的传闻后，不免有些吃惊！

抢劫武器运动的快速发展，使武斗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涉外事件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使中国威信扫地，这都是他始料不及的，而党内右派和中间势力的暗中手脚，又使局面快速向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着实令他头痛。他十分清楚，他是这种恶化局面的始作俑者和推波助澜者。他的“伟大、光荣、正确”光环也使他从未公开做过自责，更不用说下“罪己诏”了；但他的天才在于：处变不惊和冷静观察。

毛泽东发现，在造反派中两股令他担心的“逆流”正在形成，正在给恶化的形势推波助澜。一股是左派造反派，他们像群脱缰的烈马，不听招呼，任意狂奔，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难以控制，正在向右派异化；其中，有的竟提出“巴黎公社选举原则”，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有的大反“血统论”，力图批判阶级斗争学说，等等，已经超越了他设定的造反底线，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右派。另一股是右派造反派，他们已经极左化：任意揪斗、残害中共当权派，任意制造事端、挑起武斗、镇压左派势力，任意制造红色恐怖，实行红色大屠杀。

对于左派造反派，他早有所料：他们是一股可以利用不可以重用的势力，他们只能充当向右派当权派即“走资派”夺权的主力和炮灰，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民主诉求，注定是新生政权的专政对象。对于右派造反派，他早有定论：只要他们能摆脱党内右派的控制，并反戈一击，同左派联合夺取“走资派”的权力，他们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但他最担心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为，对于前者，一个命令就可以镇压下去；而后者则不那么简单，他们在党、政、军内有靠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镇压他们势必引起链锁反应。

他已看准了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夺权动向：他们以“以乱制乱”为策略，支持和纵容右派造反派，力图把水搅混，借以干扰和转移向“走资派”夺权的大方向；他们蓄意挑起事端，滥杀无辜，制造党群、干群间的对立，为重新掌权制造口实，创造条件；他们挑动右派将领，以“支左”名义“支右”，镇压左派造反派，制造军队的分裂。

在反夺权的动向里，他还看到了“三老四帅”的影子。元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和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大员，在“二月逆流”中，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没有伤及他们的元气。一旦局势继续恶化，在下面，他们会得到强悍将军们的支持，在上面，他们会得到朱德、刘伯承等老右倾们的联手，甚至还可能得到周恩来、林彪等人的青睞；他们就会重新扛起反对中央文革的大旗，效法古代“清君侧”的故事，发动政变，逮捕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大员，武力要挟他就范。到那时，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将毁于一旦。

毛泽东冷静观察之后，他做出了以下判断：为了不让“八四指示”发展成右派发动清君侧政变的口实，必须用稳住军队、强调秩序和纪律的策略，来挫败右派政变的谋图。于是，他开始调整自批《海瑞罢官》以来的进攻态势，亦即弱化批判“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的烈度，约束红卫兵、造反派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倾向，强调大联合，强调“复课闹革命”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等等，不断向右派示好，8月12日，他又发出了“‘党内、军内一小撮’提法不策略”的指示，淡化他早先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主动与党内、军内右派修好，并做好了与右派适当妥协的计划。

但妥协计划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时日。期间，如果有一个鲁莽将军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揭竿而起呢？怎么办？

正当他为实施新的谋略冥思苦想的时候，周恩来的“建议”送上门来。

8月4、5两日，毛泽东发出了“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后，周恩来听到了“清君侧”的唐诗，也触到了军内“清君侧”的潜流，预感到中共大厦将面临倾覆的危险。
　　
在文革中，周恩来同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并肩战斗，都是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先锋；但他同江、陈等人并不完全同路。在“横扫”、破“四旧”和镇压弱势群体上，他们志同道合，目标一致；但在如何对待干部、对待军队特别是对待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八四指示”后，他们的分歧更加鲜明。
　　    　　
    周恩来十分清楚，毛泽东并不信任他，一直通过中央文革对他实行监督：江青经常指责他“和稀泥”，甚至拿“伍豪事件”要挟他，就是这种监督的证明。他早想扳倒以江青为头领的江左们，苦于没有机会；“八四指示”后，江左们更加飞扬跋扈，特别令他反感的是，江左们根本不把他这个总理放在眼里，肆意在他主管的外交部里寻衅滋事。当听到毛泽东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后，他发现了转机，开始寻找整治江左们的机会。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使他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他决定派代总长杨成武代表他，向毛泽东秘密进谏：状告中央文革小组，并报告他的提防“清君侧”的建议。
　　
为此，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据《周恩来外交文选》记载，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话中，他向杨成武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他特别提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提到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连锁反应怎么办？他要杨向毛报告他的主要建议：“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经验老道的周恩来，并不直接状告“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策动者的后台老板江青，而把矛头对准江青的亲信王力、关锋、戚本禹，力图斩断江的左右手，并让江左集团的王、关、戚当替罪羊；也不直说军内“清君侧”的潜流，而突出毛泽东当前最关心的军队稳定问题，暗示毛泽东应自“清江侧”，以挫败他人“清君侧”。据说，周恩来后来曾这样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但对王、关、戚的后台老板——毛泽东的前台打手江青的分裂、破坏活动，却视而不见。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奏折”后，领悟到周的暗示。经过整整一天的掂量、权衡，他做出了令人吃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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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导，８月25日上午，杨成武在周恩来处受领任务后，当即肩负重任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的“建议”。他还按周恩来的布置，带去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等人起草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等文稿，面呈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看着他早已看过并曾加以认可了的文稿，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先去休息，说“考虑考虑”再说。经过整整一夜的掂量和权衡，他做出了决定。第二天上午，他召见杨成武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敢怠慢？安排好飞机后，迅速回到毛泽东的住处，聆听“最高指示”。

毛泽东狠狠吸了一口烟，吐出后，在弥漫的烟雾中缓缓地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赶忙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做出了记录的架式。只听毛泽东不紧不慢、一字一板地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8月26日下午，杨成武乘机飞回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异常兴奋，当即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解决。他决定晚上在钓鱼台召开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小型碰头会，并嘱秘书在会场外布置十多名军警，随时执行逮捕任务。考虑到王、关、戚都是中央文革大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老谋深算的周恩来，采取分化战术：把计划密告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取得了陈的支持，分化了小组的领导层，确保了逮捕行动的顺利进行。

是晚，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先后走进会场，坐到指定的位置上。除陈伯达外，他们都不知将要发生的事，都在谈论者近几天发生的文革新闻。

碰头会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严肃地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

与会者都习惯地拿出笔记本和笔，做好了记录“重要决定”的准备。王力、关锋、戚本禹“三大才子”，不仅做好了记录准备，按照他们的思惟定势，他们还要猜想这个“重要决定”可能内容，甚至联想到这个“可能内容”将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重大影响。然而，当周恩来照本宣读杨成武的记录后，他们的脸色顿时大变，颤抖的右手已无法运笔记录了。不知情的江青，顿时脸色大变，一下损失了三员大将，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事先已被告知的陈伯达，正襟危坐，目光迷惘，已经在思考这个“重要决定”对他的工作的重大影响了。

“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后，在会场外等候的军警迅速走了进来，把王力和关锋逮到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地方。从轻发落的戚本禹，几个月后，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经过秘密穿梭，不费一枪一弹，周恩来成功达到了“清江侧”的目的！

从周恩来一个人的秘密“奏折”，经杨成武一个人的秘密穿梭，到毛泽东一个人的秘密决定，最后到周恩来等几个人的秘密执行，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中共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及其运作方式：独断加暗箱——这是中共赤文化的又一大特色。

”王关戚“何许人也？王者王力，原中共中联部副部长，曾当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宣传组组长(宣传部部长)；关者关锋，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戚者戚本禹，原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秘书局局长。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王、关、戚三人，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同时成了江青的左膀右臂，同时被尊称为“中央首长”，因而，同时发飙成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得发紫的风云人物。

王力（1921～1996），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期间，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过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在中联部，他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十次去莫斯科，成了《九评》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起草工作。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了中央权力中枢。在起草《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和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上的历次讲话文稿中，都有他的手迹。他善于揣摩“圣意”，成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得力助手，被誉为中央文革一号笔杆子；他紧跟领袖的“战略部署”，在批《海瑞》、斗彭真、破“四旧”、倒刘、邓、陶中，特别是在煽动造反和促成“七二○事件”中，曾大显身手，功勋卓著，实为毛泽东一大功臣。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他效法“伟大领袖”口吻说的“八七讲话”，成了他倒台入狱的罪证。这位曾在7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上，被一百多万人热烈吹呼为“胜利归来的英雄”的他，刚当了一个月另一天英雄，便从巅峰上跌落下来，跌进了秦城监狱。

关锋（1919～2005），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庆云县。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等职。1956年，调任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38年改名为关锋，使用至今。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他立马跟上，撰文大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来，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1966年4月，他被钦点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不久，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工作。由于他善于揣摩“圣意”，很快取得了信任，成了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得力助手，被誉为中央文革二号笔杆子。他伙同戚本禹成了揪斗彭德怀的策划者和主使者。在批《海瑞》、斗彭真、破“四旧”、倒刘、邓、陶中，特别是在煽动造反和主持《解放军报》、《红旗》工作中，他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功勋卓著，实为毛泽东又一大功臣。然而，到了1967年8月1日，他主持的“八一社论”，学着领袖的口吻，大讲起“揪军内一小撮”来，受到了毛的赞许。但由于“理无常是”哲学水平不高，他没有料到，不到半个月，“伟大领袖”竟改变了口气，使他栽了个大跟头，一下子栽进了秦城监狱！

戚本禹（1931～），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年生于上海市，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初，他从中央团校学习结业后，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1963年，他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给李秀成扣了许多政治帽子。如，他在文章中说，李是太平天国的叛徒。他的这个观点，虽受到了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但却引起了毛泽东的好感。毛在他的文章旁边，批了否定李秀成的16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他由此而发迹。1964年，戚本禹得到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政治上十分敏感且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当看到姚文元用政治图解历史的方法批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受到了启发，很快用政治图解历史的方法，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再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姚文导致吴晗夫妇监毙，女儿神经错乱自杀于狱中，戚文致使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于北大校园。1966年5月22日，他取代田家英掌管秘书室工作，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密大权。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的自杀，使他很快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5月28日，35岁的他，荣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挤进权力中枢，一跃成了“中央首长”。年轻得志，血气方刚，权欲强烈，头脑发烧，其革命热度远非王力、关锋所能攀比，成了中央文革第一大杀手。由于他在“横扫”、破“四旧”、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经常深入第一线，亲自策划、指挥红卫兵和造反派造反、夺权，又被誉为“戚大帅”。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戚大帅”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属，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例如：他指挥红卫兵把毛的死敌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打断了彭的肋骨；3月底，他著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把刘气得口吐鲜血；8月5日，他组织和指挥红卫兵造反派在中南海内造反，批斗刘、邓、陶，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翻在地；8月上、中旬，他同中央文革其他要员，支持姚登山打倒陈毅，夺外交部的权，支持向港英当局发最后通牒，最终导致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等。他这种不顾一切的打手脚色，使他成了党内右派眼中钉，肉中刺，当领袖改变方略向右派妥协时，他不可避免成为牺牲品。随着他的倒台，一大批人因株连而遭清洗，仅北京市一地，就“清理”出戚派人物150多个。党内右派政变成功后，恶迹斑斑的王力和关锋，都被免于起诉，而这位为毛泽东立过大功的“戚大帅”，却被判18年徒刑。正是：

朝为座上宾，暮成阶下囚！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要打倒他的功臣王、关、戚呢？

善于用真假搀和来打扮历史的御用史学家们说，一是王力于当年８月７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观点极左，二是王力、关锋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的那篇“八一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他们甚至指证说，毛泽东看到“八一社论”和“八七讲话”后，忿怒地批道：“大、大、大毒草！” 

实际情况并非像御用史家们说的那样。作为毛泽东的打手，不论是“八一社论”，还是“八七讲话”，或是策划外交部造反派的“揪陈大军”揪斗陈毅，以及“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性事件，都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决定和“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全面内战”、“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等一系列“最高指示”逻辑发展的结果。   

王力“八七讲话”的极左观点是什么呢？王在讲话中说，要打倒陈毅，要夺外交部的权。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等等。

那么，在夺外交部的权和揪陈毅问题上，毛泽东持什么观点呢？“全国展开全面内战”是他号召的，“一月夺权”和尔后的全国夺权风暴是他煽起来的，造陈毅的反，夺外交部的权，他也是支持的。7月1日，他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王力“八七讲话”后的8月17日，他还在说：“外交部问题，对陈毅我也不那么高兴。……对陈毅这样的人，我，林总，总理有什么办法，这是要靠红卫兵……”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指毛）的原话的重复。”

紧跟毛泽东状告王、关、戚的周恩来，在夺权和揪斗陈毅问题上又持什么立场？1967年1月17日，他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说：“我们夺的是领导权，可以先夺权再逐步改造。”1月20日，他在接见二机部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说：“巴黎公社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我们是用暴力保护你们夺权。”1月21日，他在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时说：“政治统帅一切，要全面夺权。”1月29日，他在接见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矛头对准这里。有些单位不一定是这样也要夺……”4月26日，他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说：“从夺权来说，在需要的单位进行夺权，如有的单位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存在夺权问题。”5月12日，他在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外事口其他九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谈话时说：“外交部夺权我是支持的。”但揪出王、关、戚后，他改口了。9月2日，他在接见国务院财贸口“批刘邓联络站”时说：“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还借机清理经常给他制造麻烦的江青的打手们。他向北京市委书记谢富治、吴德和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明确交代：“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结果“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应当肯定的是，他始终是保陈毅的。

在外交部夺权和打倒陈毅问题上，王力不过是一个前台打手。之于“揪军内一小撮”，既不是关锋的发明，也不是王力的创造。

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就在《通知》的文稿中，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段文字，就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原始版本。之后，毛泽东便开始逐步实现他制定的揪斗军内“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计划：1月8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上将被揪斗；18日，北京军区司令杨勇上将被打倒；19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和一批高级将领，被拉到北京十万人大会上批斗，身负重伤的罗，还坐了残酷的“喷气式”；26日，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被揪到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大会上进行批斗……

1967年1月10日，关锋会同王力和军报其他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上报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他们在建议中非常谨慎，没有敢使用毛泽东“一批”的估量，小心翼翼地选择了比“批”量小得多的“一小撮”和“极少数”等量词。他们在建议中说：“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五一六通知》的合理延伸，是对“一批”范围的谨慎压缩。对此，江青划圈表示同意，林彪批“完全同意”。自此，“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正式登场。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大会。会上，旗帜鲜明地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大员都参加了大会。当时康生说，他请示过毛泽东，说毛主席完全赞同。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经毛泽东审定的这封信中，明确提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自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席卷中国。例如 ，“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等等，充斥了全国大、小报刊的头版和首页，“八一社论”不过其中之一而已。

为了呼应“揪军内一小撮”声浪，毛泽东在8月初，做出了“武装左派”的决定，表达了对“军内一小撮”将帅“支右”不“支左”的愤慨。直到8月12日，国内形势恶化到快要失控的时候，特别是听到“清君侧”的传闻，他那颗发烧的大脑才开始冷却，才不得不发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的指示，主动为“揪军内一小撮”降温。但“提法不策略”不等于否定“提法”；然而，御用上层精英们，却以此迫不及待地制造出了个毛泽东怒批“大、大、大毒草”的谎言。

由此可见，无论是“八一社论”的“揪军内一小撮”，还是“八七讲话”中的“揪陈毅和夺外交部的权”，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主导下的集体“产品”。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拿他的功臣王、关、戚问罪呢？   

当听到周恩来要他自清江侧的暗示后，熟读历史书籍的毛泽东，立刻想到了曹操借头平兵怨的故事。

《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描写了这样一段故事。曹操与袁术战于寿春。时曹操率兵17万，日费粮食浩大，又逢各地大旱，接济不及，虽向孙策借粮10万斛，也只能解得燃眉之急。适逢仓官王垕入禀：“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曹操巧设“阳谋”告诉他：“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说：“士兵怨愤，如何？”曹说：“我自有良策。”王垕遂遵命照办。因兵士食不果腹，遂生怨愤，军心不稳。曹操乃密召王垕来见，说：“我欲借你一物，以压众怨，你可不要吝惜啊。”王垕莫名其妙，问道：“丞相欲借我何物？”曹操不动声色，凛凛可畏地说：“我欲借你人头示众！”王垕大惊失色，力辩：“我无罪……”曹操成竹在胸：“我也知你无罪，但不杀你，军必生变。你死后，我会供养你的妻子家小，不必多虑。”王垕还要申辩，曹操喝令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王头于髙竿，出示榜文曰：“王垕故行小斛，克扣军饷，盗窃官仓，军法从事！”蒙在鼓里的众兵士们，欢声雷动，怨忿顿解，只差没呼“万寿无疆”了。化解矛盾，赢得军心，突现刁雄曹操“伟大、光荣、正确”的魅力。

掂量和权衡了整整一夜后，毛泽东决定依典复制曹操借头史：他向杨成武口述了他清除王、关、戚的决定。显然，这个决定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决定；但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了中央文革和江青的霸道，安抚了将帅，稳定了军心，从而挫败了少数将领清君侧的谋图。在毛泽东的权弄下，功臣王、关、戚，稀里糊涂地当了“王垕”，成了罪有应得的替罪羊；所幸没被斩首。

也许良心再现，1967年9月7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给他的检讨信上批道：“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做出了“我会供养你的妻子家小”的曹式安抚。

9月24日，外交部保陈毅派的刘华秋和毛的表侄孙女王海容，急想探听毛泽东对打倒王、关、戚的真实态度。毛泽东也不避讳，对他们吟出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唐诗，表达了他对“王关戚”的倒台充满不得已的惋惜之情。

毛泽东权术史不断证明，他每次搞权力平衡，都须要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因此，虽已改称“王关戚”三人为“同志”，却难以免除他们的牢狱之苦。

